
论晋东南汤王崇拜对古代地方社会的影响术
蔡敏

[摘要]晋东南汤王崇拜具有很强的地方特色，融入了乡土社会丰富的历史知识、民俗宗教和文化传

统。在村社庙宇中，晋东南汤王崇拜通过“社”与“会”的组织方式传播和延续，特别是汤王庙会和祭祀演

剧活动将民众聚集在一起，通过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依托祭拜的方式，得到巩固和加强，推动了对乡村经济

的发展和信仰民俗的传承演变，形成了超越地方区域本身且难以磨灭的社会影响，其重要意义和价值不可忽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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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各地的庙宇中，供奉着数不胜数的神

灵和被神化了的“英雄”，人们常常到庙里进香、

祭拜的举动显示了“神”的灵验性。传统的庙会

节日同样体现出神圣与世俗精神的融合。这些神

灵和被神化了的“英雄”在被创造、信奉、诠释

的历史过程中，自然深受着既是国家的、也是民

间的，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影响。而民间庙

会与节日的自发组织方式及地方自制系统正是在

这种民间信仰的驱动下逐渐形成。近些年的田野

调查显示，民间的赛社演剧活动很大一部分依托

民间信仰和民间文化作为载体，依靠村社自己的

经济力量来实现自我发展，并在地方管理上一度

给中国乡土社会的权力格局带来了相当程度的改

变，晋东南地区老百姓重视和推崇的民间信仰之

一——汤王崇拜，就是很好的例证。

一、汤王崇拜与乡村地方社会组织

首先，晋东南汤王崇拜根植于民众的心灵深

处，更重要的是，作为帝王敕封与地方官吏积极

参与的特殊社会文化事象，成为民众有时无法解

决现实问题的精神寄托。

邻近太行、析城、王屋之间，流传着许多关

于上古圣王的传说。这些地方的民众、士大夫在

上千年的历史中，不断地将这些古老传说口耳相

传并记诸于典籍，强化后人对于炎帝、黄帝、尧、

舜、禹、汤等圣贤帝王的景仰，并成为古上党地

区民众构筑民间信仰和地方文化的资源。《左传》

云：“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

各二百余里，俱在冀州，统天下四方”④，此“祖

有功、宗有德”成为帝王崇拜的必然要素。段友

文先生认为，成汤崇拜分雅、俗两个层次，前者

以官方为主导，属历代贤王之列；后者则传承于

民间，目的是为了祈雨。汤王崇拜在晋东南地区

最为频夥，与上古时期商汤伐夏的征战地点主要

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即晋、豫、陕三省的交汇地

带有关。②弗雷泽的《金枝》认为，试图用巫术去

控制雨水是世界各民族中所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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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了晋东南地区远古就有成熟的

农业文明，对雨水极度依赖，但其“十年九旱”

的自然条件，加剧了民众雨吻愆期的集体性焦虑，

由此，催生出该地区悠久而又繁杂的祈雨风俗和

雨神信仰。如“浇旱魃”的陋俗；而雨神大部分

依附于具体的河流湖泊，以龙神较为普遍。

创建汤王庙祈雨，可溯至唐末。据太平兴国

四年(979)张待问撰《大宋国解州闻喜县姜阳乡

南五保重建汤王庙碑铭》：“当州顷因岁旱，是建

行宫逾八十年。”①前推八十年，即公元899年，

是唐昭宗乾宁五年。析城山的成汤庙，作为“汤

王祷雨”的本庙和通过祈雨仪式“获取圣水”的

本源地，于政和六年(1116)，宋徽宗圣谕，赐

“广渊庙”敕额，并封析城山神为“嘉润公”，向

世人宣示桑林祷雨的灵验性和正统之权威性：

奉敕泽州阳城县析城山神诚应侯：

朕天覆万物，忧乐与众，一刑有失，退

而自咎。惟春闵雨，穑事是惧，夙兴夜

寐，疚然于怀，历走群祀，靡神不举。

言念析山，汤尝有祷，斋戒发使，矢于

尔神。雨随水至，幽畅旁浃，一洗旱渗，

岁用无忧。夫爵以报劳，不以人神为间

也，进封尔公，俾民贻事。可特封嘉润

公。奉敕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已降，

敕下广渊庙。四月三日卯时，礼部施

行。②

郑振铎先生的《汤祷篇》早已指出古代帝王

“不仅是行政的首领，且兼是宗教的领袖”；故，

成汤不仅是商王朝的创建者，也是古老传说“桑

林祷雨”的主人公。这实际上是农耕社会里，面

对低下的生产力现实，民众期盼风调雨顺的真实

心理的集中反映。

剔除祈雨仪式中的不合理因素，仅从史料中

记载汤王“斋戒，剪发断爪，以己为牲”③来看，

商汤在久旱面前承受的内心痛苦，绝不亚于老百

姓在饥荒中承受流离失所的悲痛。商汤的体恤与

仁德不断被民众神化，之前“灵验”的效仿，牢

固地成为他们安抚心灵的有效手段，以及解决现

实问题的最后武器。汤王崇拜，就以阳城析城山

为核心，形成一个“成汤祭祀文化圈”；特别在宋

代以后，扩布范围更加广泛，汤王庙开始大量创

建，与之相伴随的是，一系列以取水求雨为主旨

的独具特色的赛社演剧活动一直延续至今，被视

为现代社会里原始遗风犹存的特殊民俗。

其次，由于雨水与上党地区地方民生休戚相

关，迎神祈雨活动本身集中体现了村社之间的管

理与组织，甚至形成了跨村落的村村联合，发挥

了凝聚社群的功能。

“社”，最早用于土地崇拜，在汉代演化为

“社神”，于是对“社”的崇祀便融进了地方保护

的基本元素，并开始崇拜一些不朽的人物，尤其

是那些一旦被证明是非常灵验的神明。④在北宋朝

廷敕封的号召下，成汤信仰在晋东南地区的影响

持续发酵和扩散。《阳城县志》有云：

赛社迎神，断无不洁之粢盛，祷雨

祈年尤深严肃。每岁仲春，各里人民向

析城、崦山换取神水，仪从糜费，不能

枚举。⑤

现存较早的汤王行宫，始建于金代并存留至

今者不胜枚举。如，金皇统九年(1149)的泽城

村汤帝庙，金正隆二年(1157)的西上坊村成汤

王庙，金大定二十年(1180)的辛壁村成汤庙，

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东冶镇汤王庙，金泰和

八年(1208)的下孔村成汤庙，金大安元年

(1209)的南底村成汤庙，金大安三年(1211)的

下交村汤帝庙，金大安二年(1210)的封头村汤

帝庙，等等。正是在金元时期，析城山成汤庙便

成为当地官员、士绅主持祈雨祭祀的场所，也成

为衡量其政绩的重要依据。元顺帝至元四年

(1338)阳城大旱，主簿周克明扶病徒行析城山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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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获应，县城乡各处纷纷立碑赞颂，《阳城金石

录》中就录有四通碑文①。碑刻中记载的另一个

“超然有为而克尽厥职者”，即监州公忽都贴木儿。

在《山西石刻丛编》中录有两通碑文称颂他的事

迹②。

社祭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在古代祭祀仪礼

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汤祷为致雨，社祭为祈

稷，均有祈求风调雨顺的功用，这或许是很多地

方的汤王行宫逐渐成为村中“大庙”的缘由。正

是从自宋代开始，泽州地区的“社”经历了从土

地神崇拜到雨神崇拜的转变。③始建于金代的泽城

成汤庙，有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重修成汤圣

帝神庙记》载：“由衙道土地祠前，居民建立汤帝

祀焉，盖有年矣。”④此言在土地祠的重要位置上，

村民又建立了成汤庙，表明成汤祭祀逐渐被赋予

了社庙的性质。元至治二年(1322)的《创建圣

王行宫之碑》，碑阴题名参与修庙的就有十六个村

落，可见，在元代，沁水县土沃乡下格碑村圣王

行宫实际上就是附近十几个村社联合祭祀成汤的

社庙。明清时期，成汤行宫作为社庙的意义更为

清晰，以至于“县中各里皆有成汤庙以祈雨泽”⑤。

这种联村的祭祀组织，保证了村社传统的延续。

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个别分散的村落开始从

原来的祭祀系统中分立出来以独立的姿态与其余

的社交往，清中期后，社在泽州的组成总趋势是

由几十村组成的大社逐渐向数村组成的社以及单

个村落组成的社发展。⑥但与此同时，村落自治也

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

根据社会学现代化的理论来说，一个传统到

现代化转型的社会，必定会伴随着传统价值的衰

落。当代中国社会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迁，一段

时间内，随着城市发展和工业化，普遍将宗教与

信仰视为封建迷信的残渣余孽，造成很多地方的

民间信仰传播和延续的断层。农村社区由于较少

获得政府的重视，民间宗教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获

得自治的空间。在很多地方，村民们开始重建庙

宇，以此表达他们对神灵的敬仰以及对传统价值

的恢复。民间信仰的丰富内容和实践活动正在成

为人们寻求意义、获得群体归属的重要支持。今

临汾市翼城县的一篇《汤王庙赋》，就是村民对汤

王敬仰之情的真切描绘：“赤地七载荒旱，祈雨祭

身桑林。登坛六责兮，当警天下人主；爱民无己

兮，垂裕万代后昆。⋯⋯”⑦维持这种稳定性背后

的力量，就是历史传统本身的凝聚力。由此，在

乡村的宗教世界里，“人们重视的是与正面力量和

谐共处及合作下所达致的生存和成就”⑧。

再次，人们借用以成汤为代表、受到国家敕

封的人格神，继承了传统祈报和社祭仪式，广建

庙宇，并通过赛社演剧等祭祀活动，强化了村社

自制组织的权威性。

商汤的德政，是受到当世百姓的爱戴和后世

百姓崇拜的基础，也奠定了其在《苟子·议兵篇》

中尧、舜、禹、汤“四帝”的祀典地位，对历朝

历代统治者的施政行为亦影响深远。《泽州府志》

和《潞安府志》就分别记载了唐玄宗为晋东南民

众祈雨的史实：“开元十二年(724)，泽、潞大

旱，帝设坛宫中，亲祷暴立三日。”⑨泽、潞的旱

情让皇帝亲自设坛暴立祷告，显然是对上古时期

“商汤祷雨”仪式的模仿，这说明统治者对于晋东

南的农业用水相当重视。特别是清代，乾隆帝继

承了顺治、康熙、雍正重农的政策与思想，提升

了雩祭在国家祭统中的地位。乾隆二十四年

①四通碑分别是：卫元撰《汤庙祷雨感应之碑》；忽欲里赤撰《汤庙祷雨碑》；王演撰《主簿周君祷雨碑it)、《阳

城县右厢成汤庙祷雨灵应颂》。

②两通碑均为白惟中撰写，《监州忽都贴木儿祷雨获应记》及《忽都贴木儿祷雨获应记》。

③杜正贞：《村社传统与qt清士绅——山西泽州乡土社会的制度变迁》，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

此碑题为“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河南颖川道兵备副使贾之凤撰”，现存阳城县固隆乡泽城村成汤庙庙内西配殿前。

《同治阳城县志》卷四，《山西府县志辑38)，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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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全国大旱，乾隆帝亲祈圜丘，虔诚地对

天帝称臣，历数施政过失，感召甘霖，使有清一

朝祈雨祭神活动达到了极致。这种宗教崇拜最终

逐步演变为中原农业社会普遍认同的“能御大灾

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的圣王之祀。

社，随着金元时期权力的扩大，逐渐成为最

为重要的地方基层组织和乡村秩序的核心；春祈

秋报、迎神赛社、祈雨取水等村落活动，无一不

通过“社”而在大庙中隆重举行。由此，析城山

成汤庙“四方请水以祷旱者，岁以万计”①，影响

所至，到元代已成为联合晋南豫北很多村社的大

型祭祀中心。再如，下麓村成汤庙《补修成汤庙

碑记》载：“我泽郡下麓村，有成汤圣帝庙，为春

秋祈报之所，长幼萃集之区”②。在成为村社大庙

的过程中，乡民们不仅继承了先祖对风调雨顺的

期盼，还赋予了汤王各种社会需求的职能，给商

汤崇拜打上了实用的烙印，使其充溢于晋东南和

豫北地方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于是，以村社为

单位的祭祀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和越来越重要。

汤王崇拜，已然不仅是一个古老的传说，而是经

过历史积淀留存在乡民记忆中的“集体无意识”。

从开始对“土地神”祭祀，再到围绕祈雨与社神

祭祀相融合形成地缘组织，为强化村社大庙的权

威性，而进一步扩展与左右村社的联合，“社”逐

渐成为村民长幼咸集、恭敬神明、劝善惩恶的公

共地点和议事场所。

二、汤王崇拜与乡村地方经济

首先，宗族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具有极其特殊

的地位，几乎把持了乡村生活的一切事物，经济

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地位是由经济实力来彰

显的。据张研先生所述，从文教仓储、水利赈济

到道路津梁、社会保障等全部是基层社会实体组

织的家族宗族乡族以及族绅、邑绅主持的③，而世

家大族不仅捐助本村办大庙，而且还需担任社首

来体现本族的地位，这也是弘扬家族声名的好时

机。

沁水县湾则村汤帝庙《湾寨村重修汤帝庙碑

记》载：齐氏三兄弟齐智、齐义、齐信把地基捐

施大社，才创建了社庙汤帝庙，且从碑阴的捐款

名单看，齐氏占据了多数，并连续三代作社首，

与本村其他姓氏一起管理社事；④沁水县苏庄村汤

帝庙《重修汤帝庙碑记》亦载，碑文撰写者乡耆

崔含珠父子及侄子崔致君都长期充任社首，从雍

正十年(1732)其父首倡本社修舞楼戏房，又在

到乾隆间“外募客伙，内出己资”，用六年盖起正

殿并修了耳殿、配殿、看楼、大门等，之后叔侄

前后相继捐己资，外募捐，得百金而重修大庙，

在主持社事与维修庙宇中展示了家族强大的经济

实力。⑤据此，作为祭赛汤王的“社”，在村社被

纳入国家基层建制后，逐渐成为庙宇筹建的主导

社会力量，而且还在乡村公益事业的投资上扮演

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阳城县郭峪村《汤帝庙公约

墙碑》就约定，汤帝庙作为“公所”，不得寄放

“污秽之物”，不得损毁庙中之物，亦不许“任意

借取”“庙中对象”以至于“失落无存”。⑥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即使是凡尘落素中的

一个小小村落，重修庙宇之规模盛大、历时之冗

长，也不可想象。由于对于成汤的崇拜，村民往

往不惜财力物力对庙宇加以整修崇饰。辛壁村清

嘉庆二十二年(1817)《重修成汤殿碑记》的作者

即惊叹：“闲尝游历村落，见夫山庄弹丸，亦皆崇

尚神工，多有为增修庙宇，不惜财力，或开拓旧

日规模，或增饰前人制作，极宏敞之势，尽壮丽

之观0”⑦泽州县辛壁成汤庙明弘治十四年

(1501)碑又道：“尔来十载，经营络绎不绝，其

①王演：《阳城县右厢成汤庙祷雨灵应颂》，碑文栽《乾隆阳城县志》卷十二，《山西府县志辑38)，南京：凤凰出

版社2005年版，第145—146页。

②清咸丰九年(1859)王宗一《补修成汤庙碑记》，现存泽州县川底乡下麓村成汤庙。

③张研、牛贯杰：《19世纪中期中国双重统治格局的演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

④沁水县龙港镇湾则村汤王庙清道光十七年(1837)碑，《湾寨村重修汤帝庙碑记》，规格：74 x43era。

⑤沁水县龙港镇苏庄村汤帝庙清道光十一年(1831)碑，《重修汤帝庙碑记》，规格：120 x47em。

⑥阳城县北留镇郭峪村汤帝庙清顺治十年(1653)碑，《汤帝庙公约墙碑》，规格：65 X92em。

⑦泽州县大东沟乡辛壁村成汤庙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碑，《重修成汤殿碑记》，规格：260×157×14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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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功也深，费财也庶”，故“刻诸坚铭，属予为

志”。①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重修成汤大帝

庙碑记》，即记长子县王晃村清乾隆间有马王社七

人，同住持请合村社首“公议创建，兼议重修”

庙宇：

是举也，其所费者，马王社七人，

素积资财三百三十八千也。又村中照地

捐谷，催拔人工与牛工者，大社社首千

一人也。至总督其事而鸠工庀材，又请

村中素有经济六人，递更代而寒暑不辍，

以共勒厥成者，则道会司郭来源功也。②

晋东南地区村落之间的关系，因共同拥有、

经营神庙，且共同负责年度祈雨活动而更加紧密。

汤王庙碑中频频出现“鸠工庀材”，建修之绩，不

胜枚举。在各村社事务中，主持、修缮、捐款一

系列的大项目都源于村民们对于地方传统信仰汤

王崇拜及祭祀活动的执着和虔诚，在很大程度上，

保证了金元鼎革中该区域村社组织的延续性，在

当地民间的威信力可想而知。正是“今之祠宇，

或敝而后修，或未敝而重修，且或不甚敝而大为

改修，则力多费繁。以今视古，其难易有较然者，

而人情世风于此，亦概可见焉。”⑧

其次，商人对庙宇的捐助，以及通过举行盛

大的庙会活动也是带动古代乡村经济运行和发展

的一个重要动因。

士农工商中，商人地位一直最低，但修庙宇、

建戏台他们为村社捐银往往最多。晋东南有地方

势力之家，即潞泽商人属于晋商中实力雄厚的重

要组成。李俊民是金代状元，他的儿子、侄儿都

在洛阳一带行商；郭峪商人张子仁的儿子，就是

阳城县郭峪村汤帝庙《郭峪镇重修大庙记》碑的

撰写者，赐进士第、奉政大夫、詹事府左春坊、

左谕德兼内翰林秘书院修撰张尔素，清顺治三年

(1646)进士。民国年间山西著名的书画金石家杨

兰阶，清末在山东曹县吉隆号典当铺做相公。大

约从明代开始，随着山西煤矿的发展和商业的兴

盛，商人家庭将更多的精力投注在科举仕宦之途，

不仅光宗耀祖，还在村社的公共事业中做突出贡

献。如阳城县下交村成汤庙明成化十八年(1482)

碑《重修下交神祠记》载，村中儒学兴盛，人才

辈出，“鱼”、“原”、“孙”三姓中举人、进士者

不可胜数。所谓“神祠愈崇，礼让愈兴，风俗愈

美。远而弥昌，久而弥芳。而一乡之盛，绵亘千

古，又非止今日之盛也”④。

在各村社的社庙修建中，为社庙捐助的人被

分社排列，联盟的各社亦在经济上具有独立性。

经常在汤王庙碑刻捐助者的名单里，常见一些店

铺的字号。高平市原村乡冯村汤王宫清乾隆庚寅

年(1770)《增修西殿五瘟神客堂舞楼东南楼创修

西南楼序》碑中多列商号对汤王庙修建之捐助，

有：三和店、公盐店、瑞基典、口彦典、永彦典、

隆裕典、合盛典、种玉典、隆兴典、大盛典、日

新典、宁远典、宏远典、培基典、永盛典、牛聚

房、永盛店、元吉典、瑞基典、公盐店、隆裕典、

永享典、玉生典、如盛典、同意典、合盛典、同

义店、隆茂店、韩泰号等，其中，世德堂是南宋

时期阳城县上伏村赵氏家族的商号名，下伏村许

氏在安徽泗州开设的德隆。而长子鲍店镇共有

“和盛行”、“义兴行”、“三义行”三户药行，从

业人员五六十人，鲍店全年有传统庙会4个，会

上唱戏等一切费用开支，皆由全镇四街农四、商

六分成均摊。唯有药材会期唱戏等一切公用开支，

由药行、药棚集资承担。⑤
‘

长子县的南鲍村，以前成立有汤王社，每户

集资作为庙内公产。村中每年的农历二月二进行

浩大的春祈，唱戏并进行祭神典礼，名为春祈取

水。农历七月十五则请乐户扮演娱神哀求汤王降

雨。农历九月初九又要进行秋报。感恩于汤王偏

护，风调雨顺，五谷丰产。但现在只是庙会而已，

没有原先活动多，但农贸交易的商业活动却借此

展开。

再次，请会、摇会作为民间融资的一种重要

①泽州县大东沟乡辛壁村成汤庙明弘治十四年(1501)碑，《创建礼乐楼记》，规格：138 X68era。

②长子县色头镇王晃村成汤庙清乾隆四十五年碑(1780)，《重修成汤大帝庙碑记》，规格：184×62×19era。

③长子县笆头镇王晃村成汤庙清乾隆四十五年碑(1780)，《重修成汤大帝庙碑记》，规格：184×62×19era。

④阳城县河北镇下交村成汤庙内献殿明成化十八年(1482)碑，《重修下交神祠记》，规格：170 X88em。

⑤乔南：《清代山西经济集聚论·晋商研究的一个视角》，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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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亦用于如汤王庙等乡村公共事物的修建上。

正如王宗培先生所言，请会、摇会“是民间合会

的重要形式，亦是民间旧式经济合作制度0”①请

会是由一人邀请、多人参加，分多次进行的带有

互助性质的借贷活动；而摇会则是由发起人邀集

若干人参加，如期举行，在每次各缴纳一定数量

的会款，依不同的方式，决定会脚收款次序，该

会凭骰子摇点决定得会先后顺序，故名摇。②如冯

庄汤王庙《成汤庙地亩四至碑记》载，村中成汤

庙因“社田无多，不足以供住持之衣食。即在本

庙恭请摇会，数年来颇有积聚”③，便用所蓄之资

增置田产，使庙中崇祀不绝。

修缮庙宇是村里的大事，不仅汤王庙需如此，

晋东南地区的其他庙宇也同样存在这些问题。如

二仙庙、玉皇庙、关帝庙、轩辕庙等。④通过捐

输、募化到请会、摇会，再捐输、募化的方式，

积聚财资，最终完成庙宇维修的浩大工程。

另外，“水官会”亦是晋东南地区所有民间组

织中较为特殊的一种。水官其实就是民间祈雨取

水仪式的负责人。高平大周村汤王庙《汤王庙增

修记》就有“盖自汉唐宋及我大明，凡春祈秋报，

议论祷水水官十二人”⑤的记载，也是他们捐资修

建了社庙汤王庙的东廊及厨房，“东廊后址及奉祀

厨所颓圮，若不修举，后益倾。口口遂卜良辰，

鸠工积石，以为口成之谋。其高一丈，其长数十

丈，不虞之绩，就于腧月，其资费皆出于十二人。

⋯⋯”⑥而《泽州大阳小析山取水记》⑦则详细地

记载了大阳镇取水仪式的路线、人员以及复杂的

程序，这一切的实现，无不与村社的经济实力息

息相关。河底村汤帝庙《重起水官会碑记》还记

载了其社复兴水官会旧制的决定，以及经费来源

和规则：

⋯⋯其口口与其乡之有识者口之，

已未春同集在会，首事并查会初之有名

在册者成集之，共得若干家，公议口为

三班输流执事，并每年各麦社钱以及人

丁社钱以及人丁社分．莫不订为成规而

彰于乡。⋯⋯

⋯⋯社分每地六亩作社一分，口地

多半亩者，亦作社一分。人分按社一分

出人一名，如无地之家，亦得出人一名，

如有人者去人，无人者贴钱四十文。行

神以三炮齐集。如一人不到者，罚钱三

十文，如执事水官不到者倍罚。社费每

春祈秋报，水官早贴报十日，各自进庙

交钱口社。如逾期者倍罚。社中什物，

一应不许出赁借取押当，如有私行赁借

押当者，查出罚银二两。每年收口，本

村有人者，以三月为止，过期水官会客

口得口用。除贴口行外，其余入社。如

私自收费者，罚银三两。⑧

清乾隆以后，村社对水官的管理十分严格，

个人开销极大。水官显赫或权威的身份有所改变，

由于坛事开始的请神及结束时的送神均由水官自

己出资，包括请社首、乐队、食物等，这对于一

般的小农家庭难以承担，故而，如姚春敏先生所

言，村民争相躲避水官差事，在当时的泽州非常

普遍。⑨

汤王崇拜与乡村赛社演剧

《淮南子·坠地训》：“夫穷乡之社，扣瓮拊

①王宗培：《中国之合会》，中国合作学社1935年版，第3页。

②参见杨照南、王延庆：《民间信用的另一种形式——摇会》，《金融研究》1986年第1期。

③高平市南城办冯庄汤王庙清嘉庆二十年(1815)碑，《成汤庙地亩四至碑记》，规格：145 X63×21 em。

④参见颜伟：《山西高平市神庙剧场调查与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所列“请会、摇会发起人、与

会人信息”，第92、93页。

⑤碑文栽《高平金石志》，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98页。

⑥碑文载《高平金石志》，第199页。

⑦都广祚：《泽州大阳小析山取水记》，碑文载影印本《泽州府志13》卷四六杂著，第123—124页。

⑧清乾隆四十年(1775)碑，现存泽州县大阳镇河底村汤帝庙。

⑨姚春敏：《清代华北乡村庙宇与社会组织》，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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缶，相和而歌，自以为乐也099①乡村文化的组织

单位“社”，即使穷乡僻壤，即便扣瓮拊缶，轻舞

徒歌，也是乡民自我陶醉的快乐。晋东南在历史

上就形成了祭赛的传统：

上党之俗，质直好礼，勤俭力穑，

民勇于公役，怯于私斗，自昔称为易治。

然独丰于事神。凡井邑、聚落之间，皆

有神祀，岁时致享其神。非伏羲、神农、

尧、舜、禹、汤，则山川之望也。以雩

以荣，先穑陲口皆于是奔走焉。岁正月

始和，农事作，父老率男女数百人会于

里中祠下，丰牲洁盛大，作乐置酒，三

日乃罢，香火相望，比邑皆然。至十月

农时毕乃止，岁以为常。②

再有，《康熙阳城县志》：“里社时日不一，祀

诸神祗，谓之赛社，竞为丰腆，盛集倡优，搬演

杂剧，弦管箫鼓，沉酣达曙，如鲁人猎较，久则

难变。”③据此，由于戏剧与宗教信仰仪式有着十

分密切的关系，神庙演剧就是中国戏曲在广袤农

村最为普及的活动方式，为满足广大俗民的信仰

需求，晋东南汤王庙祀神演剧也不例外。

首先，汤王庙祀神演剧活动历史悠久，留下

了大量的历史遗迹。其碑刻里常见社首、总社首，

或称会首、总会首，社头、大社头等这些人，实

为旧时代乡村宗教民俗和戏曲活动的实际组织者

和领导者，历史上神庙戏台的每一次改革，都是

由他们操持的，即使到了当代，仍然可以找到其

活动的印迹。

一般而言，晋东南汤王庙中的雩祭时间有两

种：固定时间段和不固定时间段。固定时间就是

每年的“春祈秋报”，每年农历五月十二为春祈庙

会，农历七月十五为秋报庙会；不固定时间就是

天旱少雨时节。一般是春祈送神献供，秋报再次

祭拜还愿。尽管各地的祈雨活动随各村的风俗略

有差异，但是其程序大体相似。

如：阳城县析城山成汤庙，在春祈之日，主

持老道提前通知周边劝头、龛窳、紫院、南门、

青龙、黑龙、生掌、王甲、老洞、麻地、翁沟、

南峪、护驾、碑岭、蛇窳、暖讪、水头、毕家等

十二大社、五小社的社首和十二个羊场负责人准

备有关事宜。社首事先给南峪社(传说这里是汤

王的娘家)汤王阁上的木雕“汤王走像”进行穿

扮，先后抬人各村汤帝庙，设神坛诵经文。社员

家家献供烧香祭拜，社里请戏班子唱三天古装戏。

正日那天，社员将“走像”抬上轿子送往圣王坪

汤庙，道士迎接进装饰好的正殿神坛，给汤庙汤

王神像穿上金黄蟒袍。各社依次轮流烧香许愿、

献供品，道士敲磬念经。十二个羊场各牵1只羊

送马刨渠庙拜斩，道士举刀念咒语后，哪只不动

弹说明山神愿受领，羊被杀后送神坛上作献供，

其它则赶回放牧。社员们则下坛，从娘娘池取神

水插上龙须草带上返回村中。庙会期间，白天看

戏、踏草甸、观胭粉花。晚上篝火通明，热闹非

凡。庙会结束后，将汤王神像上的蟒袍脱下，交

下届值年社首保存，“走像”则由道士送回南峪村

汤王阁楼上。到秋报之日，主持老道提前向各社

敬财360道，各社首通知取神水时许愿的社员前

来。社员捐钱纳粮，做下丰盛的供品。社首领着

大家登上圣王坪，在汤庙献供、祭拜、还愿。下

午返回。④

《上伏村志》对贺雨之仪式之演剧的记述更为

详尽：

贺雨：这是秋收后祀神的仪式，很

隆重，一般要唱三天戏。这几天，大殿

门要大开，上祭时，在乐人的吹奏当中，

人们把放在盘子里的供品从制作的西禅

房端出，走到乐台前边举起。由4个穿

长袍马誉P的男少年(人们称为“端馔

的”)接住，往上举一举，后转，走到大

殿门外。社首们在门里接住，放在供桌

上敬神。乐台上摆出8个木架子，插出

32杆标枪，32件銮驾。乐台和戏台都要

①王太岳等纂辑：《四库全书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02页。

②《道光壶关县志》卷九，《山西府县志辑35》，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③《康熙阳城县志》卷一“风俗”，页23上，清康熙二十六年刻本。

④政协阳城县委员会、中国先秦史学会编：《阳城商汤文化》，太原：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20lO年版，第234

—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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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彩绸装点得花团锦簇，非常好看。①

其次，民间信仰与戏台的修建有极大的关系。

神庙是传播神的事迹、意志、灵应并代神控制大

众的重要场所，也是利用信仰和希望给人注入一

些活力的特殊空间。作为成汤祭祀建筑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自然和庙宇中频繁举行的演剧活动有

关；而广大民众参与娱乐生活的主要途径就是观

看庙戏。

在神庙里举行祭祀活动俗称“迎神赛社”，戏

班到庙会上去演出被称作“赶赛”。阳城县下交村

汤王庙明嘉庆十五年(1536) 《重修乐楼之记》

日：“故庙所以聚鬼神之精神，而乐所以和神人

也。此前人立庙祀神之由，乐楼所建之意也。”②

戏曲演出活动的祭祀性功能，促进了戏曲和神庙

祭祀的有机结合，也促进了该地区神庙剧场的发

展和繁荣。除了析城山成汤庙和上伏村汤帝庙的

祈雨仪式如上所述之外，其他周边各村也会因情

况而定，举行一定规模的祈雨仪式。虽然不同的

村社在举行仪式时并不完全相同，但在为神灵敬

献乐舞时，选择自己最喜爱的地方戏曲是必然的。

那么，在晋东南各汤王庙的舞楼曾经都上演过哪

些经典剧目呢?

晋东南汤王庙的舞台题壁留下了不少戏班演

出和相关脚色的墨书题记，为研究汤王庙的演剧

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笔者整理了考察过

程中现存的舞台题壁，其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

一类是有关晋东南地区物资交流大会议事过场的

简要记录，不过这样的题壁为数不多，仅有沁水

县八里村汤帝庙舞楼和阳城县泽城村汤帝庙五瘟

殿各一条；题壁中另一类就是在庙中舞楼演出过

的戏班及节目单的名称，有的还记录有当时的名

班或名角。列举如下：

晋城南桑坪村舞台写有“望城头，复聚班”

一则，说的就是曾在泽州显赫一时的“锁锁戏”③。

锁锁是唱小旦的，姓郭，在光绪年间建复聚班，

昆、梆、罗、卷、簧五种声腔的剧目都演，箱份

驮骡自备。演员名气大，戏价也很高，搭班者多

是望城头的名流，如郭王保、翟仁成等。这个复

聚班后来发展成周村的三乐班④。周村，即现在高

平市周纂镇的大周村。大周汤王庙现仅存正殿，

从斗拱形制上看，隶属元明风格。其“三乐”的

来历，有一种说法是，郭锁锁去世前，将戏箱卖

与西阎庄陈学仁，两年后又转卖给周村老七郭象

震。经三家之手，故命名“三乐班”。三乐班的掌

班就是陈发囤，故也有人称之为“发囤戏”⑤。上

党二簧《打金枝》的唐王、 《取荥阳》的纪信、

《天水关》的孔明、上党梆子《寄女杀家》的冯

亮、《翠屏山》的杨雄都是其代表作。咸易班，最

早的东家是阳城县清池村的张姓，1928年把戏箱

卖给了北乡蒿峪村的刘彬，他和阳城另一位刘姓

绅士合伙行戏，更名“贤易班”。请了一批好演

员，像须生靳伯庐、马四喜，大净粱继昌，二净

赵德俊，旦角翟全喜，老旦郎发香，小旦陈宿太，

小生曹月孩，鼓师郭圭圭等。为适应市场需求，

两个东家一分为二，称贤易头班和二班。1932年

在长治七月初一庙会南街的精彩演出，让其名气

大振。办了贤易三班。抗日时期，日寇夺戏箱，

演员逃散，该班不复存在。

鸣凤班，俗称“四义戏”，是上党地区的头号

班社。泽州青莲寺道光九年(1829)的一块碑刻

“有鸣凤班者，行戏四十余年矣”的记载中推算，

有三种观点：李近义先生认为其成立于乾隆四十

九年(1784)，《中国戏曲志》认为成立于乾隆五

十年前后(约1785)，而杨平先生认为成立于乾隆

五十二年(1787)前后。其祖史宗经，字六如，

曾经担任户部河南江南司员外郎一职，后来娶阳

城城关鸣凤村自家女子为妻，自家是当地望族，

以一戏班为其女做陪嫁。曾任福建福宁府知府的

史宗经之子史薄，“所蓄梨园，为一郡冠”。常上

演的有上党梆子《雁门关》、《乾坤带》、《夺秋

魁》、《彩仙桥》、《金玉佩》等；上党皮黄《苦肉

计》、《清河桥》、《挂龙灯》等；上党昆曲《长生

①栗守田主编：《上佚村志》，晋城市新闻出版处监印1995年版，第189—190页。

②阳城县下交村汤王庙明嘉庆十五年(1536)碑，《重修乐楼之记》，规格：248×94em。

③山西晋城市郊区文化局主编、李近义编著：《泽州戏曲史稿》，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6页。

④山西晋城市郊区文化局主编、李近义编著：《泽州戏曲史稿》，第101页。

⑤山西晋城市郊区文化局主编、李近义编著：《泽州戏曲史稿》，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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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别母乱箭》、《赤壁游》等；上党罗戏《打

面缸》、《打铁》等和上党卷戏《卖荷包》、《窦老

争亲》等。

清末民国间，大阳就有一个属晋城“上五班”

之一的三义班，因张得诚、贾增孩、张忠三家合

办，命名为“三义班”。曾经在清代末期到民国初

年经历了“三起三落”①。先是老东家张得诚

(1873—1921)，东大阳醋坊巷棋盘院人。他青年

时期在阳城城内给一家商行站柜台，学得一身武

艺，中了武秀才。主家逝世后，即返大阳，在坟

台增设望柱一对，头顶石狮，显赫一时，成了大

阳镇的大红人。他宣称自己的理想是： “打窑行

戏，大妇小妻，三顷土地”。光绪末年，他开始筹

划戏班。西大阳张家巷贾增孩(1892—1943)是

扮黑头的，演“三铡”：即《徐公案》 (铡子)、

《龙头案》(铡陈世美)、《对亭楼》(铡判官)，虽

演技水平一般，却热衷于戏曲事业，不满二十岁

时，就能协同张得诚在潞安买来一架戏箱。为扩

大资金办好戏班，张得诚又聘请东大阳裴家巷张

忠入了一股。那时演员阵容整齐，每个行当都有

名角，实力雄厚。张得诚死后，贾增孩离开三义

班到了鸣凤班。小东家张恭发班名不改，并以棋

盘院张忠为掌班，大约过了七、八年，小东家张

恭发暴毙，以棋盘院张姓为主的三义班就此散伙。

后贾增孩又与张忠携手，买下喜凤班的戏箱，第

三次办起三义班。民国二十七年，东家张忠病故，

日寇进犯晋城，接连蝗虫上山，兵荒马乱，天灾

人祸，三义班随即散伙。下麓村舞台题壁写有：

“三义老班，民国二十六年，晋邑大阳东家张宅”。

西黄石舞台题壁还写有：“三义班是好班，内里有

个好掌班”。三义班不仅活跃于当时的晋东南各

地，也是大阳汤帝庙赛社演剧的主要戏班之一。

中国戏曲有两个起源：一是上古时期的宗教

祭祀活动；二是中古民间的歌舞祀神活动。王国

维在《宋元戏曲史》开头就点明：“歌舞之兴，其

始于古之巫乎!”②作为报答对人类有功绩的君王

的祭祀仪式，自然离不开“恒舞于宫，酣歌于室”

的歌舞表演，同时也造就了晋东南以取水求雨为

主旨的独特的赛社活动。商人好鬼，巫风盛炽。

巫仪的模仿行为中，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原始戏剧

成分。在这种商汤崇拜的文化背景之下，晋东南

汤王庙不仅作为古代神庙建筑的物化存在，还承

载了中华民族原始巫祭文化的流风余韵。上古时

期最隆重的祭祀礼仪都少不了歌、舞、乐三者的

自然结合。文献中亦就有“琴瑟求雨”、“舞雩”、

“百兽率舞”等记载。当然，伴随着中国古代文明

的起源和发展，“尊祖敬宗、慎终追远”的祭祀文

化也在不断演变与完善，成汤信仰也愈来愈具有

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

20世纪以来，中国卷入现代化的进程中，传

统社会特别是乡土中国的文化形式与价值系统受

到巨大挑战和颠覆，好多村庄的庙宇、祠堂甚至

民间祭赛活动与我们渐行渐远；然而古老中国是

农耕社会、农村文化、农业文明的发源地。广阔

的乡土之下，仍有纯朴的百姓固守着传统的生活

逻辑，努力地想把祖辈的一些祭祀传统继承下来，

历代乡村的基层行政制度在不断的继承、积淀、

整合中保留下来，并伴随和融合了民间习俗、民

间信仰、宗教意识而加以自在发展。缘起于雨水

崇拜的商汤文化以及信仰活动的组织，本身就是

一种地方社会组织及其秩序的体现，必然影响到

整个太行山区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文

化各个方面，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及其重要

的现实意义。

①山西晋城市郊区文化局主编、李近义编著：《泽州戏曲史稿》，第106—112页。

②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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